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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醒世姻缘传》的作者是蒲松龄吗？

作为“新文化运动”旗手之一的胡适，其对几部中国古典小

说的源流和作者的考证，曾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誉

为是“国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”，其中当然包括胡适

对《醒世姻缘传》作者的精彩考证。

胡适坚信《醒世姻缘传》的作者“西周生”就是《聊斋志异》

的作者蒲松龄，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或许了解《醒

世姻缘传》的故事梗概：主人公狄希陈的前生为晁源，

他曾狩猎时射死一只狐狸，还把狐皮剥了；因为宠爱他

的小妾珍哥，将他的妻子计氏逼得自杀。晁源托生为狄

希陈，狐狸托生为他的妻子薛素姐，计氏托生为他的小

妾童寄姐，狄希陈特别怕老婆，而且受到妻妾的各种虐

待，后来幸得高僧指出前世因果，虔诵佛经，才消除冤

业。作者“西周生”由此引出一条所谓的“通则”：大怨大仇，

势不能报，今世皆配为夫妻。

https://www.thepaper.cn/list_254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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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部小说的著者真的是蒲松龄吗？由于胡适在这篇考证

文章中特别突出思想方法的意义，强调通过这篇文章“要

把金针度与人”，我们就不妨一起仔细检视胡适的考证方

法和证据。

首先，胡适大胆假设《醒世姻缘传》的著者“西周生”就是

蒲松龄，因为他发现这部小说的两世的恶姻缘叙事结构

和《聊斋志异》中《江城》篇非常类似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

接下来就是小心求证，这包括两个层次，首先是内证。

所谓内证，就是对两部小说文本进行细致比较，从而寻

找相应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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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胡适认为这两部著作都非常注意夫妇的问题，都

特别用力描写“悍妇”的凶恶。

第二，《聊斋志异》中有多篇文章都表现出蒲松龄尤其

用力描写夫妇之间的苦痛，无论是实写的工笔细描还是

虚写的写意传神，两部著作在写作手法方面皆非常相似。

但是，内证的说服力仍然有限，因为这既有可能是巧合，

也有可能是后人对《聊斋志异》的模仿，并不能证明《醒

世姻缘传》的作者就是蒲松龄。

胡适显然也认识到这个问题，因此到处搜集外部证据，

这就涉及外证。

第一，乾隆辛卯（1771）年进士杨复吉（1747—1820）在

《梦阑琐笔》中提到代赵起杲（1715—1766）刊刻《聊斋

志异》的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鲍廷博（1728—1814）说起

蒲松龄是《醒世姻缘传》的作者。

第二，孙楷第（1898—1986）用《醒世姻缘传》所记的地

理、灾祥、人物三项和济南府属各县地志进行参互比较，

推测该书的地理是章邱、淄川两县，著书年代应在崇祯、

康熙间，著者可能是蒲松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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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将《醒世姻缘传》和蒲松龄的《聊斋白话韵文》

中土语土词进行对比，二者存在诸多相似或一致的地方。

第四，《醒世姻缘传》和《聊斋志异》对“悍妇”的描述，

反映了当时社会因为离婚困难，男人在婚姻中同样可能

遭受痛苦的基本事实。（胡适：《〈醒世姻缘传〉考证》，

胡适：《中国旧小说考证》，李小龙编，商务印书馆 2014

年版，第 200—262 页。）

胡适的考证虽然精彩，但是仔细检视胡适的考证方法和

证据不免令人产生诸多疑问，这里的核心问题是：第一，

如何识别蒲松龄的独特文学风格？第二，《聊斋志异》

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回应？

评点《聊斋志异》的三种视角

相信读者阅读蔡九迪（Judith Zeitlin）关于《聊斋志异》

研究的经典著作后就会对上述两个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

认识。蔡九迪现为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，这

部著作是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，经过仔细修

订后于 1993 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，该书出版后即

获得美国学术界的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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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人民出版社于今年推出的中译本《异史氏：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》

该书主要通过对《聊斋志异》文本的精细阅读和中西文

化比较，以此阐明《聊斋志异》文学叙事的意蕴并展示

明清文人丰富的精神世界，该著既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，

也是一部明清文化史研究著作。该书首先直面一个重要

问题：作为一部充满各种奇幻故事的志怪小说，如何理

解《聊斋志异》中的“异”？



6

在蔡九迪看来，物之“异”并不在物自身，而在于观看者或

者阐释者的主观理解，如何理解“异”和阐释者所处的文化

环境紧密相关，“异”与“常”之间的边界从来都不是固定的，

相反却是不断更新、模糊或重新定义的，如果“异”是可以

界定的，那也必须在历史和小说、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变

动中加以界认。所以，蔡九迪既非将文本世界和生活世

界对应，也非将二者隔绝，而是认为二者在不断游移，

借用《红楼梦》中的一副对联，正所谓是“假作真时真亦

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。

因此，她首先梳理了 17—19 世纪《聊斋志异》的阐释史，

以此为读者阐释不同时代的读者是如何理解和阐释“异”

的，这也正如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汉斯·姚斯（Hans Jauss,

1921—1997）在其名作《文学史作为对文艺理论的挑战》

中所说的，一部文学作品并非对所有读者都呈现相同图

景，这是蔡九迪该著中颇具启发性的部分。她将关于《聊

斋志异》的评点话语概括为三种视角：第一种是将记叙“异”

的做法合法化；第二种是将其视为严肃的自我表达寓言；

第三种是将它视为文风优美的伟大小说。

第一种视角主要是强调“异”和道德秩序的一致性而将“异”

合法化。这方面代表主要是高珩（1612—1697）和唐梦赉

（1628—1698），这两位名士在当时淄川地区具有显赫的



7

社会和文学声望，而且作为蒲松龄的私交，曾为蒲松龄

提供创作素材。他们通过援引儒家经典而将“异”重新定义，

从而将“异”重构为在儒家道德和思想上可被接纳的概念，

把边缘化的志怪文学传统纳入志主流文学和哲学范围内，

志怪故事的道德性最终依赖于读者对文本的阐释，文学

虚构是“异”，教化人心是“正”，二者并非水火不容。这类

传统努力在主流文学和思想传统中为志怪文学开辟出容

身之一隅，并赋予其纯正的出身和道德认同。

第二种视角则是将《聊斋志异》与志怪文学相分离，从

而把该著视为蒲松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表达。蒲松龄长

期科场失意，满腹才华却抑郁不得志，成为清代那些心

系天下却屡遭挫折的失意文人的缩影，张元（1672—1755）

在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曾评论道：“先生初应童子试，即

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，文名籍籍诸生间。然入

棘闱辄见斥，慨然曰：‘其命也夫!’用是决然舍去，而一肆

力于古文，奋发砥淬，与日俱新。”（张元：《柳泉先生

墓表》，胡适：《〈醒世姻缘传〉考证》附录一，胡适：

《中国旧小说考证》，李小龙编，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，

第 254 页。）在《聊斋志异》中，那些妖魔鬼怪成为人类

邪恶性的透明符号，而官僚化的阴曹地府是对腐败官场

的讽刺。当然，这种表达并非意味着《聊斋志异》完全

是对社会现实的讽刺，清代著名藏书家孔继涵（1739—



8

1784）预设《聊斋志异》的三类读者：浅薄的读者只是沉

浸于“异”的魅惑；教条主义者则满眼只是该著隐含的道德

和讽刺含义；高明的读者则看到该著的表层和深层意义，

“异”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现象，是表面魅惑与内在道德

诉求的相互平衡。这类传统将这部作品归为自我表现的

寓言式作品，具有同类作品通常不具有的文学价值，努

力提升这部志怪故事集的品位。

第三种视角则不再将“异”视为备受争议的问题，认为这部

著作的价值既不在于其所蕴含的对宇宙大道的洞悉，也

不在于其隐含的寓言式自我表达，而是其文学风格与叙

事技巧。清代学者冯镇峦（1760—1830）将《聊斋志异》

和《水浒传》及《西厢记》相提并论，认为这三者都是“体

大精思、文奇义正”，他将《聊斋志异》视为一部创造性

的小说，他更关注的是该著本身的文学风格，而不再是

这部小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，他严厉批评那些仿作：

“无《聊斋》本领，而但说鬼说狐，侈陈怪异，笔墨既无

可观，命意不解所谓。”由于对虚构性想象的不屑在中国

传统中根深蒂固，他对此进行反驳：虚构本身并非问题，

关键在于作者是否具有足够的技巧让读者信服。第三类

传统超越对《聊斋志异》一书志怪内容的关注，而是将

评论者自身的文名和这部经典小说联系在一起，他们更

多关注《聊斋志异》本身的文学风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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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蔡九迪选择何种视角评论《聊斋志异》？可以看

到，蔡九迪的研究重要启发在于，她既受到这三种视角

的影响，但又明显不同：她以文化史的视野将文本世界

和生活世界进行整合，从而把对《聊斋志异》文学叙事

的分析置于明清文人丰富的文化世界语境中来进行，以

此展示蒲松龄独特的文学风格与明清士人文化的复杂关

系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与明清文人的精神世界

蔡九迪对《聊斋志异》的评论不再着眼于志怪故事等早

已成为这部小说的标签内容，而是深受文化理论的影响，

转而将目光转至对 16—17 世纪中国士人文化颇为关注的

三个重要主题即“癖好”“性别错位”“梦境”的分析上，以此

展示蒲松龄如何更新“异”这一文学范畴。在蔡九迪看来，

这三大主题均涉及对人生经验中基本界限的跨越：“癖好”

跨越了主客关系；“性别错位”则跨越了男女界限；“梦境”

则跨越了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。因此，蔡九迪在这部

分内容中绕开通常关注的志怪文学的标签，而是将重点

放在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如何通过不断操控界限来

实现相应创作目的，这也是该著的重要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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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蔡九迪对蒲松龄的文学叙事的分析和明清士人的

“癖好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在蔡九迪看来，尽管对“癖”

的理解不同，但还是存在若干基本原则：“癖”是对特定事

物或活动的习惯性依恋；这种依恋同时是过度且执着的

行为；“癖”同时指一种蓄意反传统的怪异姿态。对“癖好”

行为的识别和人们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

则呈现不同状态：魏晋时期则带有超然隐逸和不受传统

拘束的意味；晚唐和两宋时期则开始和鉴赏相关；到晚

明则成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，爱好者则会竭力声称他

们会忠于他们所爱之物的这些品质。以《聊斋志异》中

的《石清虚》为例，蔡九迪详细评点了蒲松龄的文学叙

事和晚明的“癖”文化的关系，《石清虚》主要讲述了狂热

的石头收藏者和一块名为“石清虚”的石头之间的友情，最

终以彼此的自我牺牲而达到顶点。在她看来，蒲松龄选

择“石癖”并非偶然，他笔下爱石之人的创作灵感显然来自

宋朝书法家米芾（1051—1107）的佚事，同时蒲松龄以小

说家技巧将无生命的物和人之间的强烈的爱，以一种连

贯的叙述结构呈现，进一步发展明末著名学者李贽（1527

—1602）相应思想。

与此类似，蔡九迪详细阐释了《聊斋志异》中跨越男女

性别的叙事所隐含的文化意蕴。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她关

于《聊斋志异》中“悍妇”形象的分析，蔡九迪并不认可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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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对《醒世姻缘传》作者的考证，因为“悍妇”这一主题在

17 世纪广泛存在，正如蒲松龄在《江城》中曾评论道：“每

见天下贤妇十之一，悍妇十之九”，悍妇本身的形象在文

学中习以为常，根本不足以作为证据。在蔡九迪看来，

蒲松龄对关于“悍妇”程式化的情节的突破倒是创造了“良

性悍妇”这一形象，她们虽然性格与大多数“悍妇”相同，

比如破口大骂、残忍凶暴，但是给家庭带来的却是福祉

而非灾难，比如在《云萝公主》中，云萝公主的小儿子

可弃道德败坏，可弃的妻子是一个可怕的悍妇，手拿菜

刀将可弃赶出家门，最后可弃改邪归正，家道日兴，蒲

松龄对此揶揄道：“悍妻妒妇，遭之者疽附于骨，死而后

已，岂不毒哉！然砒、附，天下至毒也，苟得其用，瞑

眩大瘳 ，非参、苓所能及矣。”所以对付这类人，就只

能使用这种“以毒攻毒”的办法了。

或许令多数读者最感兴趣的是蔡九迪对《聊斋志异》中

关于梦的叙事与明清文人关于梦境迷恋的复杂关系的细

致分析，这其实也是最能体现“亦幻亦真”的部分。《聊斋

志异》中共有八十余篇与梦境有关的故事，此外还有二

十五篇是直接以梦为主题的，蒲松龄既延续了中国梦境

文学的传统，也保留了明清士人关于梦文化的迷恋。在

蔡九迪看来，《聊斋志异》对梦境的偏好反映了当时文

人圈热衷于梦境的文化现象，明清文人对梦境的广泛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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趣不仅体现在戏曲和小说中，同时还体现在专论、汇编、

散论，以及自传、诗歌，甚至绘画和版画中，而这或许

与明代遗民通过谈梦而表达对前朝的追忆有关。蒲松龄

受明清士人对梦文化的迷恋的影响，比如他最青睐的一

种手法就是将过度使用的比喻格加以反转，恢复其原有

的新奇感，这是其处理与人生如梦有关的主题时常用的

一种手段，尽管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梦并不具有特定的遗

民象征，但是在此类故事中仍然常带有一种忧郁的感伤，

这种对梦境的挽歌更像是对一个已经消逝了的过往的追

忆的隐喻。

总之，蔡九迪的这部著作重要启发之处在于，她没有将

一部文学作品和现实世界简单对应，也没有将二者完全

隔绝，而是从文化史视角将对蒲松龄的文学叙事风格的

分析放置于明清士人精神世界的语境中进行，以此来展

示蒲松龄是如何更新“异”这一独特的文学范畴，这是以往

研究者所较少关注的。

由此亦可以看到，蔡九迪和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

代表了两种进路：前者并不在意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对应

关系，而是更注重阐释文本和叙事的文化意蕴；后者更

注重文本和现实世界的紧密关系，努力发现与文本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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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本事实。两种研究进路并无高下之别，相反却是彼

此有益补充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蔡九迪将蒲松龄如何持续更新“异”这一范

畴的分析放置于明清士人文化的语境中，但是二者本身

即具有一定张力，因为文化本身具有相对普遍性，而志

怪文学的特性恰在于其故事内容独特。

因此，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品之作，《聊斋志异》几

百年来能够吸引诸多读者，显然不在于它的道德说教，

也不在于它对社会生活有多大程度的反映，甚至不完全

在于蒲松龄的那些文学技巧，更为基础的是它的实质内

容即故事本身的新颖性，实际上蔡九迪最后的评论也点

明了这点：当我们读了其他故事，本以为画像要变幻为

人时，人却进入了画中；读了公案小说，当我们期待案

件大白于天下，凶犯被正法时，男扮女装的采花贼却被

阉割而得以善终，正是这种持久地激起读者的惊愕并挫

败其期待，才是《聊斋志异》的重要魅力。其实，这也

正是这部古典小说自近代以来就不断被诸多海外学者翻

译的重要原因，同时也深刻证明，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一

定能够跨越中西文化界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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